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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CHIP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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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3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探讨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发现,幸福感显著负向影响乡城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提升幸福感有助于缓解其过度劳动问题。该效应存在明显的

群体异质性,在男性、低年龄与低教育水平群体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幸福感提升主要通过增强个体对未来

收入的积极预期,进而降低过度劳动倾向。因此,通过加强社会支持、制定差异化政策以及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收

入分配优化等途径,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促进其劳动供给的合理平衡与福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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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9973万人,比上年增长0.7%,而包括农民工在内

的乡城流动人口总量显然会更高。然而,与城镇户

口职工相比,乡城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处

于弱势地位,就劳动供给时间而言,乡城流动人口

的劳动时间普遍过长,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过度劳动

现象。如图1所示,在2012—2019年期间,城镇就

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均超过了45h,而劳动法

规定每周工作时间应不超过44h,由此可见过度劳

动现象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但是,按户口性质对城

镇就业人员进行分类后,可以发现,在每周工作时

间超过40h(按每周工作5d,每天不超过8h计算)
和超过48h的就业人员中,农业户口人员的占比均

远远高于城镇户口人员,其中每周工作48h以上的

农业户口人员占比高达43%左右,由此表明过度劳

动现象在乡城流动人口中尤为严重。
从短期来看,过度劳动增加了个体的劳动供给

时间,似乎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年

龄人口减少的压力;但从长远考虑,过度劳动将会

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使其工作效率下降,进而

降低劳动供给的可持续性,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乡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过长的

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

目的,近年来国家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以提升国民幸福感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

部署新要求。已有研究表明,幸福感上升将显著提

高劳动力的就业概率[1],那么幸福感对乡城流动人

口的劳动供给是否会产生影响? 幸福感的提高是

否可以减轻乡城流动人口的过度劳动现象? 基于

此,研究使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数据,深入探究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其劳动供给

的影响,以期更好地理解乡城流动人口的劳动行为

和决策,为解决其劳动供给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可归纳为两点:第

一,丰富关于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和劳动供给的研

究。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供给的经济因素,而
常常忽视幸福感等个人情绪因素,从幸福感视角进

行分析,有助于补充劳动供给行为的驱动因素;同
时,既有讨论多将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视为因变

量,而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认为幸福感是行为的

重要驱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幸福感的研

究视野。第二,针对乡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过

长的现实,聚焦于幸福感与劳动供给的关系展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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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2013—202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该年鉴统计上一年数据;其最新数据更新至2024年,

由于2021—2024年数据并未按户口性质分类统计,故未列出

图1 城镇就业人员工作时间及分户口占比

证分析,相关发现可为缓解该群体的过劳问题提供

政策启示,对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共同富裕也具有

积极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幸福感作为心理学上的术语,是个人对生活质

量的综合评价与其内心状态的主观反馈。自East-
erlin创造性地将幸福这一心理学概念引入经济学

的研究之后,幸福感就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

课题。大量研究聚焦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概括来

说可以分为个体特征因素和社会特征因素:个体特

征因素涵盖性别[2]、年龄[3]、健康[4]、相貌[5]、婚姻及

教育等[6-7];社会特征因素涵盖经济、社会及生态等

多个方面,如失业[8]、通胀[9]、收入不平等[10]、户籍

身份[11]、社会资本[12]及环境污染[13]。这些研究为

理解幸福感的来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明确影响

因素的基础上,随着对幸福感的深入研究,一些学

者的研究焦点逐渐从“是什么影响了幸福感”扩展

到“幸福感会带来何种结果”,即将幸福感本身视为

一个重要的前因变量。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在心

理学中已获得理论支持。
心理学研究指出,情绪显著影响个人行为:积

极情绪能够在决策与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促进作

用[14],而幸福与情绪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常幸福

感较高的人积极情绪更多、消极情绪更少[15]。这说

明,幸福感与行为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

系。事实上,国内基于大样本追踪数据对中国居民

主观幸福感长期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幸福悖论”
讨论仍与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连[16];同时,近年的

因果识别研究也对收入提升能否显著带来幸福改

善给出更细致的证据[1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单

纯依赖收入增长并不必然换来同等幅度的幸福提

升,而幸福感反过来可能通过影响个体选择、投入

与行为偏好,对经济社会结果产生作用。受此启

发,学者逐步关注幸福感对个人行为及结果的影

响。多项研究表明,幸福感能够促进个体在经济、
健康、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例如,幸福感较高的

个人通常在未来收入更高、健康状况更好,这得益

于其拥有更强的自尊与乐观态度,从而在学习与工

作中表现更为突出[18]。针对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也

发现,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其未来收入水平,并与

外向性格、积极态度、更高学历及职业晋升机会相

关[19]。此外,在具体行为层面,幸福感还对亲旅游

行为[20]与绿色消费等环境友好行为参与[21]具有正

向影响。
尽管幸福感作为前因变量已得到较多探讨,但

在其对个人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仍

显不足。相关探讨多围绕就业主题展开,但尚未形

成一致性结论。多数研究认为幸福感对就业具有

积极影响,如有研究发现,幸福感对失业者再就业

概率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并能显著

提高其再就业后的收入水平[22]。类似地,针对中国

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表明,幸福感提升有助于提高

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并对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具有

政策启示意义[23]。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失业后幸福

感的变化本身并未显著影响个体重新找到工作的

速度[24]。此外,主观认知对劳动供给影响的有关研

究也与本文较为相关。研究表明,负面心理状态会

显著抑制劳动供给,如中老年群体的抑郁倾向显著

降低其劳动参与可能性与劳动时长[25]。
既有研究揭示幸福感与劳动供给之间存在一

定关联,但多数聚焦于一般劳动力,而未能充分关

注乡城流动人口群体。那么,幸福感究竟会如何影

响乡城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 相较于城镇居民,乡
城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积累、社会保障覆盖和职业

晋升通道等方面普遍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其劳动供

给决策更易受到主观福利感受的影响。从效用最

大化视角来看,劳动供给本质上是收入与闲暇之间

的权衡,而幸福感作为个体对整体生活质量的综合

评价,会直接影响其对“收入-闲暇”替代关系的主观

判断。当个体幸福感水平较高时,其边际效用水平

相对较高,继续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所带来的效用增

量可能下降,从而更倾向于将时间资源配置于休

闲、家庭生活或自我提升等非劳动活动。同时,高
幸福感往往伴随更稳定的心理状态与更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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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感,使个体在决策时更注重生活质量而非单纯

追求收入最大化。对于乡城流动人口,其劳动时间

往往已接近或超过生理承受边界,在此情况下,幸
福感提升更可能强化其对闲暇与健康的偏好,从而

在既定工资水平下主动减少劳动供给时间。
除了直接效应,幸福感还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

收入预期而对劳动供给产生间接作用。对处于城

市融入过程中的乡城流动人口而言,收入不仅是维

持当前生活的重要来源,更是实现家庭改善与社会

流动的重要保障。幸福感不仅反映对当前生活的

评价,也塑造个体对未来发展前景的认知。幸福感

水平较高的个体通常对自身能力、职业路径与外部

环境持有更为积极的看法,从而形成较高的收入预

期。在跨期决策框架下,较高的收入预期会改变当

期劳动-闲暇配置选择:当个体相信未来收入将实现

增长,一方面,其为获取额外当期收入而延长劳动

时间的必要性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个体可能在当

期增加闲暇消费时间,从而减少劳动供给。相反,
当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时,个体可能通过增加

劳动时间来提升当期收入,以缓解对未来不确定性

的担忧[26]。因此,收入预期在幸福感与劳动供给之

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乡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负向影响其劳动供

给时间;
H2:乡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通过提高其收入预

期,进而对劳动供给产生负向影响。

2 数据和实证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微观个体数据主要来自2013年和2018年中国

家庭居民收入调查(CHIP)。CHIP由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联合众多国内外专家共同

开展,是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的大型统计调查数据

库。CHIP问卷中包含受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就
业情况、主观性调查等项目,能够很好地满足本文

研究内容的数据需求。CHIP2013专门调查了流动

人口,而CHIP2018问卷数据并未单独列出流动人

口,因此根据仅限农村户口人员回答的问题,将乡

城流动人口筛选出来。由于是针对劳动供给行为

进行研究,因此剔除不属于劳动力的样本,其中包

括离退休人员、在校学生、家务劳动者、在长病假人

员等。这也意味着,研究结论主要适用于活跃在劳

动力市场的乡城流动就业人员。
经过一系列数据处理后,为了减少估计偏误,

剔除核心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的观测值

为2324个,其中2013年有564个样本,2018年有

1760个样本。两期数据样本覆盖了东部(北京、山
东、广东、江苏、辽宁)、中部(安徽、山西、河南、湖
北、湖南)和西部(云南、内蒙古、四川、甘肃、重庆)
三个地区的15个省份,总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013年样本幸福感均值为3.58,周劳动时间均值为

55.73h;2018年样本幸福感均值为3.79,周劳动时

间均值为53.11h。整体上,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

水平有所提高,而周劳动时间有所减少。
此外,宏观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2014年和

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统

计年鉴》汇总上一年度的数据,所以其对应2013年

和2018年的数据,正与CHIP数据相匹配。
2.2 模型设定

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内容,设定如下

简化回归模型以识别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其劳

动供给的影响。
laborij =α0+α1happinessij +β'Zij +γ'Mj+

yeari+εij (1)
为探究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劳动供给的影

响机制,并检验收入预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在理

论分析基础上,参考江艇[27]的研究范式,采用两步

法进行检验,再设定如下模型。
expectij =β0+β1happinessij+β'Zij+γ'Mj+

yeari+εij (2)
式中:i为乡城流动个体;j为个体所在的省份;la-
borij为个体i在省份j的劳动供给,使用每周工作

小时数来衡量;expect为收入预期这一中介变量;核
心解释变量happiness为衡量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

的指标;Zij为位于省份j的乡城流动个体i的个人

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

等可能影响劳动供给的变量;Mj为j省份的宏观经

济特征向量;yeari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j为随机扰动

项;β'、γ'为相关系数。
2.3 变量处理

2.3.1 被解释变量:劳动供给

劳动供给通常包含两个部分,分别为劳动参与

和劳动时间,结合数据获得情况,考虑到最后筛选

出的样本数据中,处于失业状态的样本数极少,若
以劳动参与来衡量乡城流动人员的劳动供给,其结

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偏差的。因此,采用劳动时

间对劳动供给labor进行衡量。在CHIP数据的问

卷中提到“平均每月工作多少天”以及“平均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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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多少小时”的问题,基于此,根据“每月工作天

数×每天工作小时数”计算出每月工作小时数。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劳动时间的长短,将月工作时

间换算成周工作时间,以此来衡量乡城流动人员

的劳动供给。
2.3.2 核心解释变量:幸福感

在CHIP问卷调查中,幸福感根据受访对象对

如下问题的回答而进行赋值,即“考虑到生活的各

个方面,您觉得幸福吗”,变量的取值为1~6,分别

对应“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很
不幸福”和“不知道”6个选项,为了便于实证分析,
在剔除选择“不知道”的样本后,对幸福感happiness
这一变量进行重新赋值,根据幸福感的高低程度赋

值1~5,“很不幸福”赋值为1,“非常幸福”赋值为

5,也即幸福感越高,其对应的数值越大。
2.3.3 中介变量:收入预期

在CHIP问卷中,关于收入预期的问题是“未来

五年,您家的收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根据该问

题的回答对中介变量expect重新赋值,回答“下降”
赋值为1,“不变”赋值为2,“小幅度上升”赋值为3,
“大幅度上升”则赋值为4,即数值越大,表示个体对

未来收入具有越高的预期。
2.3.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省份特征两个方面。
其中,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具体而言,年龄变量

age通过受访年份减去个体出生年份而得到;性别

变量gender为二值变量,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

值为0;关于婚姻状况 marriage,对其进行重新赋

值,若样本处于在婚状态(包括初婚与再婚)则赋值

为1,否则赋值为0;受教育程度education为受访者

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关于健康状况health,根据被

访者对“与同龄人相比,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是”这一

问题做出的自评进行衡量,“非常不好”赋值为1,
“非常好”赋值为5,即数值越大意味着其身体健康

状况越好。
此外,还控制了影响劳动供给的省份特征因

素,包括失业率、产业结构以及人均GDP。其中,失
业率unemploy以各省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
产业结构industry为样本所在省份的第二、三产业

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各省份的人均GDP进

行了对数化处理。上述省份特征变量的数据均来

自《中国统计年鉴》。表1汇报了各变量的定义及描

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劳动供给 labor 劳动供给时间(小时/周) 53.7515.25
幸福感 happiness很不幸福=1~非常幸福=5 3.73 0.83

收入预期 expect 下降=1~大幅度上升=4 2.86 0.71
性别 gender 男性=1,女性=0 0.52 0.50
年龄 age 受访年份-出生年份 37.32 8.72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受正规教育的年限 10.62 3.32
婚姻状况 marriage 在婚状态=1,否则=0 0.85 0.36
健康状况 health 非常不好=1~非常好=5 4.30 0.75
失业率 unemploy 各省份城镇登记失业率 2.91 0.66

产业结构 industry 第二、三产业占GDP比例 0.93 0.04
人均GDP lnpgdp 各省份GDP/总人口(取对数)11.05 0.40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基于模型(1)得到的回归结果,
列(1)~列(3)为逐项回归,其中,列(1)为不加入控

制变量的结果,列(2)和列(3)依次加入了个体特征

和省份特征控制变量。列(1)中,幸福感系数为

-1.01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后,幸福感系数绝对值增大,显著性水平提升至

1%。列(4)在列(3)基础上聚类到省份层面,除系

数显著性有略微差别,结果与列(3)基本一致。以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劳动供给

(1) (2) (3) (4)

幸福感
-1.011** -1.089*** -1.134*** -1.134**
(0.396) (0.403) (0.404) (0.465)

性别
2.792*** 2.816*** 2.816***
(0.611) (0.611) (0.660)

年龄
0.397 0.388 0.388*
(0.270) (0.268) (0.204)

年龄平方
-0.688** -0.660* -0.660**
(0.342) (0.340) (0.271)

受教育程度
-1.222*** -1.162*** -1.162***
(0.107) (0.109) (0.091)

婚姻状况
2.176** 2.163** 2.163**
(0.879) (0.883) (0.952)

健康状况
0.926** 0.967** 0.967*
(0.443) (0.443) (0.475)

失业率
1.146* 1.146
(0.693) (0.895)

产业结构
32.291* 32.291
(18.044) (21.026)

ln(人均GDP)
-4.118*** -4.118**
(1.490) (1.731)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08 0.078 0.085 0.085
F统计量 6.506 29.682 23.473 51.359
观测值 2324 2324 2324 2324

 注:列(4)聚类到省份层面;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

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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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3)结果为基准可知,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每提

高一个单位,每周劳动时间减少约1.13h。这意味

着,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上升,其劳动供给时间将

显著减少,这一结果证实了H1。
3.2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劳动供给与幸福感之间潜在反向因果

关系导致的内生性偏误,选择亲朋信任与外人信任

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工具变量的选择需同

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首先,在相关性方面,既有

研究表明,对亲友及普遍他人的信任能够增强个体

的社会归属感、安全感和支持感,是提升幸福感的

重要心理社会资源[28]。其次,在外生性方面,信任

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内化的心理特质,虽然其可

能通过社会网络对信息获取等产生一定影响,但它

并不直接决定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作时

间配置。CHIP问卷中有关信任的问题是“您认为

亲戚朋友可信吗?”和“您认为除了亲戚朋友以外的

其他人可信吗?”回答选项包括“很不可信”“不太可

信”“一般”“比较可信”“非常可信”,将上述回答依

次赋值为1~5,以此衡量亲朋信任与外人信任,数
值越大表示信任度越高。亲朋信任反映基于血缘、
地缘的关系纽带所带来的情感性支持,外人信任则

反映对普遍社会成员与制度环境的信心,二者结合

可更全面地体现个体信任水平。
由表3可知,第一阶段回归中,亲朋信任、外人

信任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WaldF统计量为21.765,大于10%水平的临界值

19.93,表明亲朋信任、外人信任与幸福感之间存在

强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HansenJ过度

识别检验的P 为0.913,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

原假设,这说明以亲朋信任和外人信任为工具变量

满足排他性约束,即信任水平只通过影响幸福感而

间接影响劳动供给,没有其他直接影响渠道。综

上,亲朋信任与外人信任是幸福感的有效工具变

量。DWH检验的P 为0.031,拒绝幸福感外生的

原假设,表明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使

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模型。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显示,在处理内生性后,乡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仍

然显著负向影响劳动供给。同时,幸福感回归系数

的绝对值增大,这说明若忽略内生性问题,将会低

估其对劳动供给的真实影响。
3.3 稳健性检验

变量选择偏差可能会导致基准回归的结果受

     表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第一阶段(幸福感) 第二阶段(劳动供给)

亲朋信任
0.077***
(0.020)

外人信任
0.094***
(0.023)

幸福感
-6.796**
(2.856)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省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R2 0.118
K-PWaldF 21.765

HansenJ检验(P)
0.012
(0.913)

DWH检验(P)
4.643
(0.031)

观测值 2123 2123

 注:亲朋信任、外人信任变量存在缺失值,因此样本量减少;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到干扰,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可以

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模型和增加控制

变量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替换核心解

释变量,首先计算样本幸福感的平均值,其次以平

均值作为参照,构建数值为0、1的二值变量,若样本

的幸福感得分大于平均值,则将之赋值为1,若小于

平均值则赋值为0。表4列(1)和列(2)汇报了基于

上述方法构建的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
论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OLS)
还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leastsquare,
2SLS),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劳动供给时间依然

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由此说明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后,分析结果仍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实证结果是

稳健的。
列(3)和列(4)为更换估计模型的结果。由于

CHIP并非追踪调查数据,因此无法固定个体效应,
在基准回归中仅固定了时间效应,列(3)和列(4)则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固定省份效应。由于省份固定

效应已经包含样本所在省份的宏观经济特征,因此

列(3)和列(4)未加入省份特征的控制变量。结果

显示,幸福感系数仍显著为负。此外,还通过增加

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增加的变量为受

访当年样本所在省份的城镇化率,数据来自对应年

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化率作为地区发展的

宏观指标,其变化反映经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
对劳动者的行为选择会产生一定影响。如表4
列(5)和列(6)所示,地区城镇化率显著负向影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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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替换变量 替换变量 双向固定 双向固定 增加变量 增加变量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幸福感_1
-2.060*** -15.486**
(0.665) (6.653)

幸福感
-1.135*** -7.882*** -1.133*** -6.936**
(0.407) (2.881) (0.403) (2.853)

城镇化
-0.236*** -0.180*
(0.087) (0.097)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R2 0.086 0.095 0.088
K-PWaldF 14.685 22.896 21.904
F统计量 23.895 16.704 25.431 10.061 21.908 17.312
观测值 2324 2123 2324 2123 2324 212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城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这表明城镇化进程可能伴

随劳动力市场制度规范,在城镇化率高的地区,流
动人口受到的劳动保护往往更强,非正规就业减

少,从而降低平均工时。此外,幸福感仍然显著负

向影响劳动供给,再次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3.4 异质性检验

个体特征差异可能会导致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

影响劳动供给的效应出现不同的特征,为了考察是否

存在这种异质性,将样本分别划分为不同性别组、不
同年龄组以及不同教育程度组进行分组回归,实证回

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列(1)和列(2)汇报了按照

不同性别进行分组的回归结果,列(1)表示女性样本

回归,列(2)表示男性样本回归。由结果可以看出,分
性别回归后,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其劳动供给的负

向影响依然通过了检验,女性和男性样本的幸福感回

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系数大小存在一定

差异,对于女性样本,幸福感提升对劳动供给时间的

减少作用略小于男性样本。
对于不同年龄组,考虑到样本年龄跨度较大,

年龄均值约为37岁,且大多数样本的年龄集中于

25~50岁,因此将这一年龄段划分为两组,分别为

25~37岁和38~50岁(均包括端点值),异质性检

验的回归结果对应于表5列(3)和列(4)。数据结果

表明,对于25~37岁的样本,幸福感提升在1%的

水平上显著减少了乡城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时间,
但是对于38~50岁的样本却没有相似结论,其回归

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青年群体通常处于

职业探索与家庭形成期,劳动供给更具弹性,幸福

感提升会促使其追求工作-生活平衡;中年群体面临

表5 按性别、年龄、教育分组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女性 男性 25~37岁38~50岁 低教育 高教育

幸福感
-1.136**-1.194**-1.595*** -0.664 -1.159**-0.863
(0.554) (0.577) (0.562) (0.671) (0.480)(0.672)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05 0.067 0.137 0.033 0.033 0.060
F统计量 16.127 9.821 16.357 3.830 6.061 3.654
观测值 1114 1210 1130 907 1741 583

 注:列(1)和列(2)未控制性别;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
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更强的家庭经济负担与相对固化的职业路径,其劳

动供给刚性更强,因此幸福感的效应不明显。
表5列(5)和列(6)汇报的是不同教育程度组的

回归结果。根据样本的文化程度将其分为两组,分
别为低教育水平组和高教育水平组,其中,低教育

水平组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包括职高、中
专),高教育水平组的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回归

结果分别对应于列(5)和列(6)。数据显示,对于低

教育水平组,幸福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系数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对于高教育水平组,幸福感

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低教育群体更

多从事低稳定性、高替代性的工作,其劳动供给对

幸福感变化更为敏感;高教育群体通常拥有更强

的就业保障与职业发展空间,其劳动决策更受长

期职业规划影响,因而对短期幸福感波动的反应

相对不显著。
3.5 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究收入预期在幸福感影响劳动供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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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介作用,根据上文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估计,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列(2)结果表明,
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其收入预期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估计系数为0.209,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这说明幸福感提升可增强乡城流动人口

对未来收益的预估,塑造更高的收入信心。对于乡

城流动人口而言,幸福感带来的乐观预期实质上降

低了其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感知,从而可能重新

评估劳动与闲暇的边际效用。具体而言,当个体预

期未来收入更有保障时,为预防风险而进行超时劳

动的动机便会减弱,转而追求闲暇或个人发展。因

此,幸福感通过提升收入预期,缓解乡城流动人口

的过度劳动倾向,从而减少其劳动供给时间,H2得

到证实。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劳动供给 收入预期

幸福感
-1.299*** 0.209***
(0.462) (0.023)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省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R2 0.091 0.088
F统计量 20.642 14.730
观测值 1749 1749
Sobel检验 -2.119**

Bootstrap检验的置信区间 [-0.473,-0.015]

 注:中介变量存在缺失值,因此样本量减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

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分别进行Sobel检验和

Bootstrap检验。由表6可知,Sobel检验的Z统计

量为-2.119,在5%的水平上显著。1000次抽样

的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

为[-0.473,-0.015],不包含0,进一步证实中介

效应的显著性。因此,幸福感不仅直接负向影响劳

动供给,而且会通过提升收入预期这一心理机制间

接减少劳动时间。

4 结论和启示
本文使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乡城流动人口幸

福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乡

城流动人口幸福感显著负向影响其劳动供给,提高

幸福感水平可以有效缓解乡城流动人口的过度劳

动问题;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

对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群体差异,在男

性、低年龄及低教育水平群体中效应更强;③在影

响机制方面,幸福感提升会通过提高收入预期进而

缓解乡城流动人口的过度劳动倾向。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在心

理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通过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同时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减轻流动人口在异乡的生活压力,从而增强其社会

安全感和归属感,提高幸福感水平。
(2)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

对于男性和年轻群体,可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
升其职场竞争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劳动市场。
同时,对于低学历群体,可以通过提供教育培训机

会和职业晋升路径,帮助其获得更好的收入和职业

发展,从而有效提高幸福感,进而缓解过度劳动现

象,促进劳动供给的合理平衡。
(3)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低收

入流动人口的薪资水平。通过稳定就业市场、实施

最低工资保障以及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确保

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能够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从
而增强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降低过度劳动倾

向。进一步地,地方政府应根据地区经济水平差

异,灵活制定不同的薪资政策,确保低收入地区的

流动人口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进而提

高其整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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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Rural-urbanMigrants’HappinessonLaborSupply: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CHIPData

WANGXiuzhi,GUOChuyan
(SchoolofEconomics&Management,NanchangHangkongUniversity,Nanchang330063,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atafromthe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in2013and2018,theimpactofhappinessonthelaborsupply
ofrural-urbanmigrantswasexplored.Thefindingsrevealthathappinesssignificantlynegativelyaffectsthelaborsupplyofrural-urban
migrants,andenhancinghappinesshelpsalleviatetheiroverwork.Thiseffectexhibitsnotablegroupheterogeneity,beingmorepronounced
amongmales,youngerindividuals,andthosewithlowereducationlevels.Mechanismanalysisindicatesthatincreasedhappinessprimarily
strengthensindividuals’positiveexpectationsforfutureincome,therebyreducingtheirtendencytooverwork.Therefore,measuressuchas
strengtheningsocialsupport,formulatingdifferentiatedpoliciesandpromotingeconomicrestructuringandincomedistributionoptimization
shouldbeadoptedtoenhancethehappinessofmigrants,facilitateareasonablebalanceintheirlaborsupplyandimprovingtheirwell-being.
Keywords:rural-urbanmigrants;happiness;labo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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